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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南方志书写中的“大一统”重建
———以太平天国书写为中心

周 毅 刘逸馨
(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晚清政权亟欲恢复江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的统治秩

序，重建“大一统”格局，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相应举措，编修方志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晚清江南各地修志，着力彰显清廷收复失地对于重建“大一统”的功绩，并承袭《大清一统
志》的诸多“疆域”叙事范式，体现重建“疆域大一统”的努力;通过对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运
动、减免江南赋税以收复人心的记述，以及对反抗太平天国运动殉节殉难者“忠义贞烈”
事迹的表彰，彰显清政府恢复对江南统治的正当性与民众支持的道德基础。晚清江南地
区的方志书写，体现了重建“大一统”的理论自觉。
［关键词］晚清江南方志 “大一统”重建 太平天国 方志书写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 2026) 02－0106－11

近年来，在政治史研究回归的学术背景下，清朝“大一统”问题已然引起了广泛讨论。而以“历
史书写”为取径考察清朝“大一统”，探究相应史料文本的形成过程和其中历史叙事方式，以重构和
再现历史场景，则成为一种新的动向。这类研究往往注重于考察清初文化政策对“大一统”国家建
构的作用，即通过“历史书写”以宣扬其政治文化观念，塑造统治合法性和正统性。① 其中，一些研
究注意到将方志纳入清朝官方历史书写以建构“大一统”政权，但此类研究多集中在清前中期，考
察对象也多以《大清一统志》或边疆地区方志为主，②对在清朝“大一统”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江
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等江南地区③的关注则较少。实际上，江南地区不但在清前中期“大一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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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 《历史研究》2020年第 2期) ;等。



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清晚期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大一统”重建过程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作为太平天国运动核心区域的江南地区，如何利用方志书写，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
方志书写以重建“大一统”，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晚清江南地区的修志热潮
清朝，我国方志编修事业进入全盛时期。清初，随着国家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作为少数民族

入主中原的清政权，为了对不断扩大的疆域进行合法性确认，维护对全国各地的有效统治，继承前

朝编纂“一统志”的传统，于康熙朝开始启动《大清一统志》编修工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修成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其后，又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两次组织编修，分别修成乾隆续修
《大清一统志》、嘉道重修《大清一统志》。① 清朝三修“一统志”采取中央檄令各省纂修通志，各省
组织所属府州县修志，汇辑为省志，再汇为“一统志”的编修组织形式，②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清朝各
地修志活动的蓬勃发展。根据学者统计，整个清前中期三修《大清一统志》期间，各地实际修志应
有约 5000部，现存有 2519部。尤其以康熙、乾隆两个时期最盛，仅在康熙十一年( 1672) 至乾隆八
年( 1743) 间，各地编修方志就多达 1518部。③

鸦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致使清朝修志事业渐趋衰落。在道光朝后期和咸丰朝，修志工作基本
陷入停滞状态。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为标榜所谓“同光中兴”，重塑地方治理秩序、强化国家
认同，晚清政府再次兴起修志事业。同治、光绪、宣统三朝都曾动议续修《大清一统志》。光绪朝甚
至利用重修《大清会典图》之机，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地理普查并测绘各地舆图，以为全国各省
通志的编纂进而为再修“一统志”奠定基础。④ 但因种种原因，晚清数次动议再修“一统志”都未能
付诸实施，直至清亡，也未能修成新的“一统志”。虽“一统志”未能再修，各地官员士绅仍积极继承
清前中期自上而下推动各级修志以递进汇为“一统志”的修志传统，纷纷组织修志，形成晚清一股
遍及全国府、州、县的修志热潮。据统计，“同治、光绪、宣统五十年间，凡修志书一千一百六十四
种”⑤。
晚清的江南地区作为清朝经济和文化重心，同时也是我国方志文化的资源富集地。自同治朝

起，各地积极组织编修方志。在同治、光绪、宣统三朝 50 年间的修志热潮中，江南地区编修的省志
就有 4部，分别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皖志便览》《江宁布政司属疆域表》和宣统《江苏通志》。
府、州、县志层面，江苏修志 57部，浙江修志 69部，上海修志 16 部。其中江南“腹心”地带，即所谓
“八府一州”⑥，便修有同治《苏州府志》《续纂江宁府志》《湖州府志》，光绪《吴郡志略》《松江府志
摘要》《松江府续志》《杭州府志稿》《嘉兴府志》《太仓直隶州志》等。同时，“八府一州”所辖各县
也基本编修了县志。安徽境内归属江南区域的安庆、池州、徽州、太平、宁国、广德等地，基本都组织
编修了府州志或县志，如同治《徽州府志辩证》《黟县三志》《祁门县志》，光绪《贵池县志》《宁国县
通志》《祁门县志补》《广德州志》等。清朝安徽省会安庆府，自康熙六十年( 1721) 《安庆府志》后便
未再修府志，但在晚清修志热潮中，也组织编修了同治《怀宁县志》《桐城县志》《太湖县志》等多部
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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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修志热潮中，修志数量巨大，难免出现一些仓促应命、草率成书之作，江南地区亦不例
外。如同治朝安徽为重修省志( 即后来修成的光绪《重修安徽通志》) ，下令省内各地修志，部分府
县敷衍塞责，仅就本地旧志增加“咸同兵事”“咸同殉难录”之类的内容草草成书，有的甚至都未刊
刻发行。① 即便如此，该《通志》仍做到了“网罗丰富，堪称详备”，“对研究安徽历史，对研究中国近
百年历史，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② 府州县志中更是不乏质量上乘之作，有的堪称精品。如同治
《太湖县志》“体例简括醒目，甚称得体……其书较旧志内容充实”③; 同治《上江两县志》，被誉为
“体例精当，史料宏伟，文笔优雅，为方志中之上乘”④; 同治《苏州府志》，以“乾隆时郡守雅公所修
为最善”的乾隆《苏州府志》为底本而“略为变通”⑤，不仅采用了咸同年间以西方绘图新法履地实
测而成的地图 12 幅⑥，更是一改旧方志重政典、人文而轻经济的偏向⑦，着重记述了经济方面的情
况，如其志《田赋》篇设置 8 卷，厘清了宋代以来苏州赋税的历史，并且揭露了清朝赋税过重的积
弊。⑧ 光绪《广德州志》，被视为“研究太平天国在安徽的重要资料”⑨。
总体而言，晚清江南地区的方志编修工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取得较大成就，这主要得益于晚

清江南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由于清朝官方对修志的重视和积极推动，致使修志观念深入人心，清
朝历代官员大都把组织重修本地方志作为任上的重要工作，晚清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如沈葆桢、曾
国藩、马新贻、刘坤一等晚清重臣充任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总裁�10。李鸿章亲自为光绪《重修安徽
通志》作序，称赞其志“增换旧文，附盖新事，义例至为精审”�11。时任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刘坤一组
织编修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并为之作序，称修志“最是固守土者责也”�12。时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方
濬颐刚上任“即求府志读之”，得知扬州府志“自嘉庆十五年重修距今将六十年，纪载阙如”，则以
“承乏是邦，固有征文考献之责”的责任感，于“( 同治) 十年八月开局续纂”。�13 时任苏州知府李铭
皖上任后有感于“兵燹之余，一切善后事宜如修辑学校城垣、建立书院公署仓库等，皆奉宪委次第
举行，惟郡志一书溯自道光三年纂修后，已越四十余年”，以“守土者之责”，组织编修同治《苏州府
志》。�14

晚清一些著名学者和修志名家也积极参与江南方志的编修工作。如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受
聘为同治《苏州府志》的总纂�15，“征佚举坠，补缺搜遗”�16，“汇萃群贤，采访修辑，殚心竭虑”，“于同
治八年开局纂修”，�17在即将修成时去世，后由其子继承遗愿完稿成书。近代经学大师俞樾和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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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后期代表人物方宗诚，共同担任同治《上海县志》的总纂。① 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王棻于光绪年间
先后主持编纂了 6部府、县志，均为江南地区方志，即《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
志》《仙居县志》《太平县续志》，皆为清朝方志上乘之作。②

晚清江南地区积极修志，与这一时期重建“大一统”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虽然晚清几次动议
重修《大清一统志》都未落实，也正因此，晚清江南各地修志基本并未像清前中期修志直接说明是
为编修《大清一统志》准备资料而进行，但“大一统”理念仍时时贯彻其中。如时任江苏布政使谭钧
培指出，编修同治《苏州府志》就是为了彰显清朝“风土之清嘉，田赋之蕃溢，衣冠民物之殷阜，人才
艺文之闳伟，日新岁殊”的“大一统”盛况③。再如光绪《宣城县志》收录康熙、乾隆、嘉庆朝所修三
部县志的旧序，旨在彰显太平天国运动后“我国家中兴盛业，振古铄今，海内臣民额首共庆”的重建
“大一统”的中兴之功。④ 实际上，晚清江南各地修志成为重建清朝“大一统”格局的关键一环。

二、晚清重建“疆域大一统”的方志书写

清朝前中期从实践与思想上都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⑤。首先是最

终确立了中国“大一统”疆域，并将“疆域大一统”确立为实现“大一统”的先决条件; 其次，在实现
疆域一统的基础上突破“华夷之辨”，确认了满清有资格承接“天命”的统治正当性;最后，强调“大
一统”必须具有安抚人心获取民众支持的道德基础。⑥ 而清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
五朝，先后三次组织编修《大清一统志》，旨在通过修志构建并不断巩固“大一统”政治理念。⑦ 同
时，清朝三修《大清一统志》，推动清朝各地编修大量方志，也促使“大一统”理念通过省志和府州县
志的层层传递而播扬天下，日益深入人心。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廷被迫割地赔款。与外患相伴随的，则是内忧不
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持续长达 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几乎席卷半个中国，占据了清朝经
济文化重心的广大江南地区，清王朝最为夸耀的“疆域大一统”事实上已经轰然崩塌。太平天国运
动被平定后，清廷在军事上收复了大片江南失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大一统”疆域。然而，重建
“大一统”工作绝不仅限于军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就包括对于重建“疆域大一统”的历史书
写，而修志则是其中一种重要形式。

在晚清江南各地方志中，清军战胜太平军、收复失地的记录随处可见。如同治《苏州府志》中
就有不少相关记载:

江苏镇江府城被贼窜据，时阅五载，近经官兵攻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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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同治《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纂修衔名》，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一六九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年版，第 18－19页。
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2页。
谭钧培:《重修苏州府志序》，载同治《苏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7》，第 5页。
李应泰:《重修宣城县志序》，载光绪《宣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45》，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
页。
李治亭:《清帝“大一统”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6期;刘文鹏:《论清代历史地位》，《史学
理论研究》2024年第 1期;等。
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 2期。
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2 期; 吕文利: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以清代“大一统”为中心的考察》，《求索》2023 年第 5 期; 陶佳玲、李国荣: 《〈大清一统志〉中的
“大一统”书写》，《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第 3期;等。
同治《苏州府志》卷 18，《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7》，第 454页。



同治元年三月，官军收复嘉定、太仓，举义规，复州城。①

再如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载:
( 咸丰) 十年二月……克复杭城，攻下临安、孝丰各县。②

( 咸丰六年) 三月，瓜洲镇江贼合攻扬州，城陷。知府世焜、忝将祥林力战死。我军进剿，
旋复扬州。③

在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中，从咸丰三年( 1853) 至同治三年( 1864) 太平天国政权控制南京期间，其
《大事表》所记“大事”几乎全是清军对太平军作战的相关记录。其中《大事表》“同治三年”条完整
记录了湘军攻克南京的过程:

正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曾国荃攻克钟山石垒。
三月初七日，提督鲍超收复句容。
六月十六日，浙江巡抚曾国荃收复省城，戮洪逆之尸而焚之。④

晚清江南各地方志中大量记载清军战胜太平军的军事功绩，旨在彰显清政府“收复失地”、恢复清
朝“大一统”疆域的政治意图，重建江南地区对清王朝“疆域大一统”的认同。
同时，晚清江南方志还尽力彰显晚清帝王建立在“疆域大一统”基础之上的天下共主地位。如

同治《苏州府志》就通过恢复被乾隆《苏州府志》删掉的“巡幸”篇章，以强化这种政治逻辑。在康
熙和道光《苏州府志》中，为歌颂清朝帝王巡幸江南的文治武功以及彰显苏州地方为清帝王所重视
的地方意识，均设置《巡幸》篇置于方志卷首，乾隆《苏州府志》则删掉相关内容。同治《苏州府志》
再次将“巡幸”的内容置于其志卷首，且在“凡例”中一开始就指出:

南巡为我朝旷典，康熙志创“巡幸”门以纪其盛。乾隆志省之，道光志复之。复之是也，从
道光志。
道光志又创立“宸翰”门，全是巡幸时颁赐诸名胜及本籍臣工者。⑤

虽有观点对同治《苏州府志》恢复被乾隆《苏州府志》删掉的“巡幸”内容持批评态度⑥，但在太平天
国运动后清廷开启战后重建的时代背景下，同治《苏州府志》的“巡幸”内容在前志夸赞清帝王“南
巡”的意义之外，更在于凸显清帝王作为天下共主，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对江南重镇苏州统治的
收复之功。这同样可以视作晚清江南修志重建“疆域大一统”的一种书写策略。
清前中期构建了以“地”建“统”的“疆域大一统”理念⑦，晚清江南方志重建“疆域大一统”的书

写，则重点在肯定清政权收复江南失地的功绩基础上，重构江南的疆域记忆，修复因太平天国占据

广大江南地区而造成的“疆域大一统”裂缝。如同治《苏州府志·疆域》开篇就指出，“府自雍正二
年升太仓州，直隶布政使司，复分府属之县为九，汔今百五十年相沿无改，疆域形势犹是也。”⑧面对
太平天国政权占据苏州的历史事实，同治《苏州府志》以“汔今百五十年相沿无改”一语予以完全回
避。表示自清朝立国以来，苏州就一直是清朝“大一统”疆域的组成部分，并不因太平天国临时占
据而更改，从根本上否定了太平天国占据苏州的合法性。对于苏州府具体方位“在江南省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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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苏州府志》卷 103，《人物》，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9》，第 641页。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 10，《人物忠义》，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号》，第 560－561页。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 24，《事略》，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号》，第 1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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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第 10－46页( 江苏部分第 46页) 。
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 2期。
同治《苏州府志》卷 2，《疆域》，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7》，第 120页。



五百八十八里”、府治范围的具体四至方位①，均沿用前志一成不变。此举旨在表明晚清政府维持
了疆域不变，消弭江南地方曾被太平天国占据的疆域记忆，背后还是重建清朝“疆域大一统”的政
治逻辑。
同时，晚清江南各地方志的“疆域”书写，多将江南地方置于清朝“大一统”的疆域版图之中进

行定位，着力凸显江南地方与清朝“大一统”疆域的空间和行政从属关系。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
的《舆地志·疆域》详细叙述了安徽在清朝“大一统”疆域中的具体位置:“东南至浙江界，西南至江
西界，西至湖北界，东北至江苏界，西北至河南界。”并精确详细地标出其所属各府县的具体方位，
以及安徽省会安庆府“由府治上至京师两千七百里”，以清朝“大一统”疆域和权力的双重中心———
京师锚定地理方位。② 不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晚清江南各地修志，多在相关篇目中详细标注本
地在清朝“大一统”疆域中“四至八到”的具体方位，且多以京师为坐标标注自身位置。如同治《徐
州府志》的《舆地考》指出，徐州府治“北距京师千五百十里，东南距江宁布政使治七百四十里、江苏
布政使治千一百七十里”③; 同治《苏州府志》的《疆域》篇标注，苏州“府治至京师二千七百二十
里”④。这种以京师为中心坐标对江南各地地理方位和行政层级的精准标注与确认，不仅将重新收
复的江南各地继续固定在清朝“大一统”疆域版图之中，更是强调江南与京师的行政隶属关系，以
此勾勒出清晰且稳固的空间和权力层级结构。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就是对清朝“疆域大一统”观念
的修复与再确认。其深层意图在于重塑一种空间和权力秩序感，即无论经历何种动荡，江南乃至整
个清朝“大一统”的空间疆域和统治秩序依然是完整有序且不可撼动的。
晚清江南各地修志重建“疆域大一统”，还体现在对《大清一统志》“疆域”叙事的认同与继承

上。虽然晚清政府没有能力再修“一统志”，但是晚清各地包括江南地区修志都深受《大清一统志》
的影响。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就在《凡例》中指出:

安徽地界吴楚，自春秋以来，代有废置，大江以北，尤纷纭不可辨识。考之历朝地志及《元
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明统志》诸书，而悉遵《大清一统志》。
安徽各府州县历代沿革不同，皆据正史之地志先后编列，国朝则谨遵《一统志》所载

次第。⑤

再如同治《湖州府志》在《疆域表》中“谨按《大清一统志》”标明湖州府的地理范围，并在多处根据
《大清一统志》明确境内各处地理位置，如“据《大清一统志》‘关隘’及《方舆纪要》，唐舍关在县西
七十里”⑥;还有直接引用《大清一统志》的记录，如记录卞山“在乌程县西北，接长兴界( 《大清一统
志》) ”，浮玉山“在乌程县南五里，与归安县接界……( 《大清一统志》) ”，⑦“南浔镇在府城东七十
二里( 《大清一统志》) ”，“乌镇在府城东南九十里( 《大清一统志》) ”。⑧ 同治《上海县志》也有多处
直接引用《大清一统志》的“疆域”内容:

《大清一统志》:茶山在上海县东南大海中。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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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统志》:南武城在上海县东南六十五里。亦名阖闾城。①

又如光绪《慈溪县志》中直接引用《大清一统志》的“疆域”曰:
《大清一统志》:慈溪江上流即姚江，自余姚县流入，至丈亭渡东北入鄞县界……
《大清一统志》:句章县，后汉尝为东部都尉治。②

光绪《余姚县志》也直接引用《大清一统志》“疆域”曰:
石人山在县东北四十五里，山之阳有立石如人，山阴有石人洞( 《大清一统志》) 。
东明山在县西南五十里( 《大清一统志》) 。③

晚清江南方志多直接援引《大清一统志》的疆域、山川、沿革等地理学方面的内容，最直接的原
因当然是《大清一统志》作为清朝官修地理总志在舆地学知识性上的权威。④ 晚清江南修志作为官
方行为，必然要从《大清一统志》中获取相应的地理知识，以确保志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清朝三
修《大清一统志》，对清朝方志编修事业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编纂体例和具体编写的示
范等技术层面大力促进了清朝修志事业的发展。⑤ 更为重要的是，《大清一统志》宣示“疆域大一
统”的核心主旨和昭示的中国疆域一统之盛的理念，对清朝修志的影响更为深远。晚清江南各地
修志，在清朝“疆域大一统”局面已经遭到事实破坏的情况下，依旧“谨遵《一统志》”，也当然不仅
是停留在知识维度和编纂技术的层面。无论是修志技术层面的惯性使然，还是晚清修志者对于
“大一统”疆域的眷恋，都体现了晚清江南方志书写对于重建“疆域大一统”的努力。

三、晚清重建“大一统”与方志中的太平天国书写

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大一统”格局造成严重破坏，尤其在太平天国运动核心区域的江南地
区，遭受战火破坏最为严重，传统社会秩序几近崩塌。在此背景下，如何在重建“疆域大一统”之
外，通过方志书写恢复战后江南地区对清政权的政治认同，以更加稳固地重建“大一统”，也是晚清
江南修志亟需解决的问题。这具体涉及重建清朝“大一统”理念的另外两个层面:一是晚清政权平
定太平天国运动后如何确立其恢复统治的正当性;二是如何重新赢得太平天国曾经占据的江南地

区民众的认同，以重建“大一统”的道德基础。正是出于这一现实需要，晚清江南修志将太平天国
相关内容作为重建“大一统”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西方列强形成维护清朝统治以保证在华利益的共识。太平天国运动结

束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进入较长时间的“合作时期”⑥。反映到晚清的很多方志书写中，很长一段
时间内对于西方列强入侵的负面记载都相对克制。相比之下，在清朝统治集团看来，太平天国则是
要推翻其统治的致命敌人，如何通过掌握历史书写，详细记载太平天国运动的“浩劫”，彰显清军
“光复”之功，重塑清政权统治的正当性与江南社会对清廷的效忠意识，巩固战后重建成果以重建
“大一统”，成为清廷及江南各级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在晚清江南方志书写中的核心关切。
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对江南地区破坏严重，诸多方志文献毁于兵燹，书残版毁。如刘坤一在为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所作序中就指出，其组织修志不仅是因为清嘉庆十六年( 1811) 刊行的《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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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同治《上海县志》卷 28，《名迹》，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一六九号》，第 2499页。
光绪《慈溪县志》卷 2，《建置一·沿革》，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一三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年
版，第 52页。
光绪《余姚县志》卷 2，《山川》，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〇〇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年版，第 88、
95页。
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方志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53页。
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 3期。
仲伟民:《全球史视野:对晚清时局的一种新解读》，《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 2期。



江宁府志》“于今又七十有一年矣，其间事迹蔑有著录”，更是因为南京“中经粤匪盘踞，岁隃一纪，
七县糜烂，臮我师恢复，而疮痍满目，瓦砾载途，典章文物荡焉无有存者”。① 再如光绪《六合县志》
指出，“六合经粤逆之乱，档册无存”②; 光绪《青阳县志》称“县志修于乾隆壬寅，迄今百有余载，已
不胜世远年湮之感矣。况遭兵燹，旧志仅存一部”③。相关记载，不胜枚举。作为战胜者，清政府自
然把“典章文物荡焉无有存者”的责任完全推给太平天国运动。重修被兵燹毁坏的方志文献，成为
晚清江南兴起修志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重建“大一统”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
清政府为了凸显战胜太平天国、重建“大一统”之功，在晚清方志中大量记录太平天国运动对

江南富庶之地的损毁，极力赞颂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贡献，以重新确立清朝统治在江南地区的

合法性和正当性。如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中设有《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月日表》，详细记录了清军与
太平军在南京一带的战事，其中多有战斗惨烈的记载:

乙酉晨，仪凤门地雷发，贼蜂拥而上，驻防军力战，团户千人助之，追贼出，以土囊补缺处。
少顷，第二雷发，遂不支。而三山、通济各门贼亦以云梯上，守城官兵皆死之，省城陷。署总督
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已革总督陆建瀛……皆死之。满营驻防男妇殉难者四万人。义
烈为东南冠。④

这是关于咸丰三年( 1853) 太平军炸塌城墙攻入南京的记载。类似战斗惨烈、战争破坏的记载在晚
清江南各地方志中随处可见。如:

左鸿年，泾县人，从九品，集族堵贼屡胜。咸丰六年，同胡辉成、胡必道、胡必镇在万级岭带
勇助剿，均阵亡。鸿年一门七口迭次殉难。⑤

江宁府属各县，地势大半滨江枕山……自粤逆窜陷十有余年，蹂躏殆徧，被害之惨，无逾
于此。⑥

粤逆踞金陵，渡江北犯徐……匪徒复大起，烽火弥望，溃兵悍卒，纵暴里闾，田畴荒芜，百姓
恫恐，荡析剽刼，若棼丝之不可理。⑦

与此同时，晚清江南各地方志用大量笔墨褒扬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功绩。清初为记录
清帝平定天下建立“大一统”的武功韬略，产生一种新的体裁———方略体，编修《平定三逆方略》《平
定察哈尔方略》《平定金川方略》等。但随着清朝“大一统”版图确立，国家统一战争结束，方略只能
尴尬地记载帝王如何镇压农民起义。道光之后，列强入侵，清王朝屡屡战败，割地赔款，清朝最为夸
耀的“疆域大一统”被列强无情践踏，清帝在事实上失去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之上的天下共主地
位，更是没有理由和能力去编写方略。所以到同治朝取得对太平军的胜利后，便急切地编写了《钦
定剿平粤匪方略》，极力歌颂甚至夸大其词地称赞清咸丰、同治皇帝收复天下的武功。⑧ 晚清江南
方志也借鉴了这种方略体的书写手段，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就在卷首设置 13 卷《皇言纪》，以记
录清朝历代帝王的诏谕。康熙、乾隆朝两次编修的《江南通志》都设有《卷首》篇，光绪《重修安徽通
志》则将“卷首”改为“皇言纪”，其在《凡例》中对此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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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坤一:《续纂江宁府志序》，载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1页。
光绪《六合县志》卷 2，《田赋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6》，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4页。
古大雷:《续修青阳县志跋》，载光绪《青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60》，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
页。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 13，《兵事表》，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157－158页。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 207，《人物志·忠节》。
光绪《六合县志》卷 2，《田赋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6》，第 42页。
同治《徐州府志》卷 25，《叙录》，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61》，第 868页。
李金飞:《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河北学刊》2024年第 1期。



旧志恭纪列圣诏谕及御制诗文，别为首卷。其地方各事宜及臣工奏议奉旨遵行者，则分见
各类，而于首卷标明，所以崇纶綍重典谟，示万世所当遵奉也。兹谨仿前例而改首卷为“皇言
纪”，统入全书卷数之内，不另立“卷首”名目。①

相对于《卷首》只是“恭纪列圣诏谕及御制诗文”，《皇言纪》将“臣工奏议奉旨遵行者”也一并收入。
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的《皇言纪》所收《穆宗毅皇帝诏谕》“同治二年”条:“僧格林沁等奏官兵追
抄窜捻连获大胜生擒捻首张洛刑等多名并王怀义等投诚各情形一折”②，详细记载了僧格林沁战胜
捻军的情形，彰显同治皇帝对于战胜捻军的功绩，而这正是借用了晚清方略编纂将帝王与朝臣、官
兵的功绩紧紧捆绑在一起共同书写的策略。③ 这样的书写，显然是考虑到同治帝等晚清诸帝没有
像清初帝王亲自参与领导战争，而通过收录与平定农民起义相关诏谕的方式，可以由此凸显晚清帝

王平定天下以恢复“大一统”的文治武功。正因此，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所收《穆宗毅皇帝诏谕》
开篇就特意指出，“我大清仰承上天眷佑，粤自太祖、太宗肇建鸿业，世祖统一寰区”④。此语虽是光
绪《重修安徽通志·皇言纪》中的套话，康熙、乾隆《江南通志》的《卷首》收录的清历代帝王诏谕也
都有类似套话，但在此时清廷收复江南失地的语境下，在同治皇帝的诏谕中提出这一点，并且用大

量笔墨记录同治朝僧格林沁、曾国藩等如何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就带有彰显晚清帝王恢复“大一
统”的功绩，重塑晚清帝王天下共主权威，进而确定清廷恢复江南统治的正当性以重建晚清“大一
统”格局之意。
清廷击败太平天国，收复江南失地，积极在政治、军事秩序上恢复“疆域大一统”，强化恢复对

江南地区统治的正当性。但要真正重建“大一统”，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收复江南沦陷地区的
人心，也就是重建清朝“大一统”中获取民众支持的道德基础。其中，减免江南地区赋税便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手段。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清政府就积极对江南地区进行赈灾、减免赋税。同治三
年( 1864) 十一月，清政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便上奏清廷将江苏省“咸丰十年以前清查
摊补各款一律豁免，以纾民困”，同治帝诏令，“江苏省自军兴以来，叠遭蹂躏，现虽全境肃清，而民
力凋残，元气未复”，虽然“该省历届办理清查各案应行摊补之款为数甚多”，但考虑到“州县筹补之
法，不免仍借资民力，甚至恣意浮收”，“均着全行豁免，其余派摊名目并着永远禁革”。⑤ 此后，清政
府也不断对江南各地减免征赋。晚清江南各地方志记载了不少咸丰、同治朝对江南赈灾减赋的诏
谕。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的《皇言纪》所记咸丰朝 11年间，每一年都有关于恩赏口粮、蠲缓钱粮
的诏谕，同治朝更是有不少相关的记载。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则将一般在方志中编排位次靠后的
“田赋”篇章前移到第二卷，并直接从同治三年清政府收复南京开始写起:

志乘之体，原本山川、侈陈人物，旁搜远绍，以示博雅而已。然无关政治，惟田赋一类，迺国
计民生所攸赖，不敢不慎。谨案:同治三年，金陵克复，诏蠲从前逋赋并免四、五、六年新租。⑥

这就是站在战后重建的政治高度去认识减免赋税对于复苏战后经济、收复江南地区人心的重要性。
经济手段背后同样蕴含着获取人心以重塑清朝“大一统”道德基础的政治考量。
经济手段之外，清廷又充分发挥方志书写的教化功能，奠定重建“大一统”的道德基础。具体

而言，就是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殉节殉难的清军官兵和民众收入方志相应篇目，加以大力表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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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凡例》。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 12，《皇言纪·穆宗毅皇帝诏谕》。
李金飞:《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河北学刊》2024年第 1期。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 12，《皇言纪·穆宗毅皇帝诏谕》。
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389页。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 2，《田赋》，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22页。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就在《凡例》中指出，人物列传在参考各类文献基础上，重点要将“安徽用兵十
年，凡殉节捐躯已载入忠义表者几十万人，兹特择尤收入”①; 对于“列女”，也是将“近来遇变殉节
之已载节烈表者凡数万人”中，“摘其夫亡守节而又殉难者收入”。② 无论“忠义”还是“列女”，选择
的标准都是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殉节殉难者。战后编纂的同治《续纂江宁府志》，更是一改以往方
志将“忠义”“列女”分别设传的惯例，将“忠义贞烈”归为一卷。如此编排，并非降低“忠义”“列女”
的重要性，而是统一了入传标准，即如其志《忠义贞烈》篇所言:

盖洪杨之难，东南婴祸最酷，而吾宁尤甚。官绅士民妇孺之属，舍生取义，一瞑弗视者，更
仆不能数。③

也就是说，收录标准都是反抗太平天国运动的“舍生取义”者。相对于清朝前中期各地各类方志表
彰“忠义”“列女”多有反抗清政权者，晚清方志表彰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殉节殉难者，也就没有清初
那种政治对抗、地方意识的纠缠，④自然可以大肆褒扬。所以，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人物传记的《忠
义贞烈》篇虽然仅设一卷，但篇幅却占了全志近一半，共记录各类“忠义贞烈”人物数千人。不同于
以往清朝方志人物传记的模式化简略书写，虽然记录人物众多，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仍累牍连篇
地大量详细记录入传人物殉节殉难的细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治《续纂江宁府志》的
《忠义贞烈》篇记录“咸丰三年以前死事于外者”仅 5人⑤。同样都是面向清政权的“忠义贞烈”，方
志书写如此厚此薄彼，说明这里的“忠义贞烈”书写，主要是通过记录大量官绅兵民对太平天国的
反抗，否定太平天国的合法性，以及对清政权的誓死认同。而如此模式的“忠义贞烈”书写，在晚清
江南各地方志中比比皆是。如被誉为“东南邹鲁”的徽州地区，饱受战火蹂躏。重建太平天国运动
后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几乎也成为晚清徽州各地修志的主基调。如同治《祁门县志》就在序言中
指出:

咸丰甲寅至今上同治癸亥，粤贼流窜，毒徧江南。祁以地处冲要，被祸尤酷。此十年中，士
绅之筹饷练团，义民之同仇敌忾，以及愚夫愚妇，或从容殉节，或激烈捐生。其足泣鬼神而光志
乘者，不知凡几。斯固我国家德泽涵濡之深，抑亦吾邑士气民风之厚。⑥

再如同治《黟县三志》的《忠节传》前言说道:
黟处万山中，户知大义。由涵濡朝廷德教厚泽深仁二百余年之久，故虽巾帼，犹以屈节

为耻。⑦

在晚清重建“大一统”的政治语境下，这些宣扬“忠义贞烈”的道德教化书写，表彰反抗太平天国政
权的殉节殉难者，反复强调“国家德泽涵濡之深”“涵濡朝廷德教厚泽深仁”，超越了以往方志中“忠
义”“列女”书写的一般性理学教化功能，旨在彰显清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度，为晚清重
建“大一统”奠定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

四、结语
晚清时局动荡，尤其是持续 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清王朝几乎丧失半壁江山，“大一

统”格局轰然崩塌。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如何重建“大一统”，成为晚清修志特别是江南各地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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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凡例》。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凡例》。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 14，《人物·忠义贞烈》，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299页。
周毅:《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 1期。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 14，《人物·忠义贞烈》，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299页。
周溶:《重修祁门县志序》，载同治《祁门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55》，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同治《黟县三志》卷 6，《人物·忠节传》，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57》，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1页。



的鲜明意识和迫切诉求。晚清江南修志传承了清前中期三修《大清一统志》不断强化的“大一统”
理念，即“疆域大一统”、统治正当性以及民众支持的道德基础，通过“疆域”书写，致力于修复因太
平天国运动而遭受破坏的清朝“疆域大一统”观念;采用批判太平天国的历史书写，彰显清政权恢
复对江南统治的正当性;表彰反抗太平天国政权的殉节殉难者，以及对清廷减免赋税以收复人心之

举的记录，彰显晚清重建“大一统”具备民众支持的道德基础。由此，晚清江南修志成为清廷重建
“大一统”的重要途径。
将晚清江南修志置于有清一代方志发展的进程中审视，可以发现，“大一统”理念始终贯穿整

个清朝修志的全过程。虽然晚清政权无力再修“一统志”，但清前中期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的优
良传统和日益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理念，仍激发晚清江南地方修志以重建“大一统”为核心目标。
晚清江南方志也和清前中期的三部《大清一统志》及各地方志一样，成为清朝昭示“大一统”国家意
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而其中太平天国书写便成为晚清江南方志重建“大一统”理念的重要展开
方式。
与清前中期修志处在清政权不断开疆拓土、实现国家大统一的进程中不同，晚清江南修志则是

在“大一统”业已破坏之后进行的。修志的组织形式也由清前中期国家意志和统一标准自上而下
的逐级推动，转变为晚清江南地区作为国家经济文化重心重建“大一统”的地方主动作为。晚清江
南以重建“大一统”为旨趣的修志自觉，旨在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追求“疆域大一统”的国家
统一，体现了传统“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强大生命力。

The Ｒestoration of“Great Unity”in the Writing of Late Qing Jiangnan Local Gazetteers :
Centered on Writing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Zhou Yi ＆ Liu Yixin

［Abstract］After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the late Qing regime urgently sought to
restore the ruling order in Jiangnan，which had been severely disrupted by the war，and reestablish the
pattern of“Great Unity”． So 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adopted，among which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gazetteers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endeavor． Local gazetteers compiled across Jiangna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deliberately highlighted the Qing court’s recovery of lost territory as a major achievement in
rebuilding“Great Unity”． At the same time，these gazetteers inherited a number of territorial narrative
models from the DAQING YITONGZHI，thereby manifesting an effort to reconstruct territorial“Great
Unity”． Through accounts of the Qing court and Jiangn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suppressing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the Qing government’s reduction of tax burdens in Jiangnan to win back
popular support，and the commendation of those who died resisting the Taiping forces for their“loyalty，
righteousness，chastity，and martyrdom，”these gazetteers underscored both the legitima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reassertion of control over Jiangnan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popular support． The
writing of local gazetteers in late Qing Jiangnan thus embodied a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restoration of“Great Unity”．
［Key words］ late Qing Jiangnan local gazetteers restoration of the“Great Unit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gazetteer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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